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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波斯人与中亚游牧人的冲突交往贯穿铁器时代初期至近代早期的历史

中，波斯古典世界观中的中亚游牧人具有典型的对立型他者形象。 而突厥语系民族在 １１
世纪进入中亚并征服波斯之后，波斯人将自身历史记忆中的图兰人与中亚的突厥人之间

建立起想象的族群渊源，并使伊斯兰化之后的突厥人接受了波斯人的图兰记忆。 而中世

纪晚期突厥—蒙古王朝在中亚和伊朗的统治，进一步将突厥认同泛化为对王朝统治族群

的认同，并以之与代表定居波斯人的“塔吉克”相对举。 因此，波斯化世界语境下的“突
厥”认同是“突厥—塔吉克”反义文化认同的内生性组成部分，是中古波斯人历史记忆对

中亚他者族群构建的产物。 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历史交往过程也是族群认同构建与涵化的

双向过程，由此对现代伊朗和中亚民族国家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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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与中亚游牧族群的恒久冲突是前现代伊朗和中亚历史的突出现象，而波斯—中亚冲突

的历史记忆对于现代伊朗族群—民族身份的确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历史上中亚地区

活跃的各族群构成伊朗民族认同构建中的重要“他者”。 在与波斯人冲突交往的中亚古代族群中，
又以突厥语系各族群的影响最为深远。 突厥语系各族群不仅将中亚突厥化，还使突厥语族的阿塞

拜疆人（Ａｚａｒｂａｉｊｉａｎｉ）成为现代伊朗第一大少数民族。 因此，在伊朗历史书写和波斯人历史记忆中，
“突厥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他者族群。①从公元 ６ 世纪至 １５ 世纪，波斯人和突厥人之间由于长期

的冲突交融历史而形成了具有跨越族群边界特性的、对整个波斯化世界（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的文化

认同。 然而，在传统中东历史书写中，突厥人和波斯人在前现代中东诸帝国内部的交往关系和相互

认知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一方面，中东历史上频繁的民族迁徙和王朝更替的事实，使准确理解这

一地区历史上不同王朝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变得较为困难。 另一方面，将波斯人和突厥人视为相

互排斥的对立族群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前现代社会族群边界的流动性和族群

认同的转化性。 笔者认为，中古时期波斯人和突厥人的族群认同，并非简单互斥的对立型族群认

同，而是基于不同历史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化并且具有密切共生关系的族群认同。 由于中古时代波

斯人和突厥人的长期交往以及两大族群在中东王朝国家内部长期的交融共生，双方不仅都成为波

斯化世界内部显赫的穆斯林群体，更共享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１１ 世纪由呼罗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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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 ２０２４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众王之书》与萨珊帝国时期的波斯史学研究” （项目批准号：２４ＣＳＳ０４８）的阶段性成

果，在此对《世界民族》编辑部及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表示诚挚的感谢，作者文责自负。
隋唐时期的突厥汗国，是中国史中专指的突厥。 突厥汗国灭亡，突厥随之消亡。 突厥汗国之后在中亚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突

厥，统一叫做突厥语人群。 突厥语人群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的王朝，和突厥汗国并无直接的渊源和传承关系。 本文涉及的“突厥”同时包

括突厥汗国及之后的突厥语人群，但两者并不等同，特此说明。



区（Ｋｈｏｒａｓａｎ）的波斯诗人菲尔多西（Ｆｅｒｄｏｗｓｉ， ９４０—１０２０）所作的《列王纪》 （Ｓｈāｈｎāｍｅｈ），作为新

波斯语史诗受到中世纪突厥伊斯兰王朝统治者的极力青睐和推广，就是一个鲜明的案例。①不仅如

此，１１ 世纪之后的突厥人将蒙古高原上突厥汗国的历史记忆彻底遗忘，全面接受波斯人对中亚“图
兰人（Ｔｕｒａｎｉａｎｓ）”的历史记忆，更是世界历史上族群认同由于民族交往关系变化而发生深刻转型

的鲜活例证。 １１—１５ 世纪期间，伊朗和中亚地区逐渐形成突厥—波斯文化主导的波斯化世界。 另

外，由于波斯人在突厥人进入中亚草原之前，已经与中亚历史上许多非突厥语系民族有过长期交往

冲突的历史，因此波斯历史记忆中中亚他者的族群形象有着深厚的神话和历史渊源，而“图兰

（Ｔūｒāｎ）”就是波斯传统文化中描述中亚族群—地域的经典指代符号。
进入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人在自身族群认同发生深刻转型的同时，“突厥”认同本身的含义也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中古波斯—阿拉伯史家将“突厥”泛化为伊斯兰世界边疆之外的所有游牧

人族称，随后又进一步用“突厥”指代塞尔柱王朝（Ｓｅｌｊｕｋｓ，１０３７—１１９４）以降有着突厥语人群渊源

的中东所有突厥—伊斯兰王朝的统治族群，甚至可以包括蒙古人建立的四大汗国和帖木儿帝国等

后继政权。 因此，“突厥”认同的泛化实际上是中古伊斯兰世界内部对立型族群认同深入发展的产

物。 而波斯人和突厥人在 １１—１８ 世纪波斯化世界内部国家建构中的主导地位和合作关系，逐渐取

代了古典时代波斯人和突厥人以阿姆河为界对峙攻伐的冲突关系，使得塞尔柱王朝至恺加王朝

（Ｑａｊａｒｓ，１７９６—１９２５）时期的伊朗出现突厥—波斯复合型社会结构，及以之为基础的突厥—波斯复

合型文化共生体（Ｔｕｒｃｏ⁃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ｍｂｉｏｓｉｓ）。 在阿拔斯王朝（Ａｂｂａｓｓｉｄｓ， ７５０—１２５８）之后的

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人逐渐取代阿拉伯人成为中亚和东伊朗地区的主要穆斯林群体。 因此，突厥

人在接受波斯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将波斯历史记忆中指代阿拉伯人的“塔吉克（Ｔａｊｉｋ）”泛化并转化

为伊斯兰世界内部突厥人对穆斯林波斯人和突厥—波斯王朝内部波斯定居人群的专称。 在中古波

斯人和突厥人的族群交往、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波斯人对神话时代中亚敌对族群的称谓“图兰”在
中亚突厥化时代完成了地域化过程，“图兰”成为波斯文献指代阿姆河以北中亚地区的地域名词。②

而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波斯人在与突厥人的交往中逐渐接受了对“塔吉克”的认同，从而为现代中亚

塔吉克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③

由此可见，波斯人对中古突厥人族群形象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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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９ 世纪突厥—波斯王朝在大伊朗地区（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ｒａｎ）的统治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影响深远，其中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推动了

以新波斯语（Ｎｅｗ Ｐｅｒｓｉａｎ）为国际通用语的“波斯化世界（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在地理范围上的大幅度扩展。 １９７４ 年著名伊斯兰史家马歇

尔·霍奇森率先提出了“波斯化世界”的概念，用以指代 １１—１８ 世纪新波斯语在伊斯兰世界诸帝国政治、文化身份构建中扮演的国际通

用语角色。 “波斯化世界”的范围包括从中亚和印度、孟加拉国延伸至小亚细亚和巴尔干的广大伊斯兰世界各地区，其支撑载体是伽色

尼王朝（Ｇｈａｚｎａｖｉｄｓ， ９６２—１１８６）、塞尔柱王朝（Ｓｅｌｊｕｋｓ， １０３７—１１９４）、罗姆苏丹国（Ｒｕｍ 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伊儿汗国（Ｉｌｋｈａｎａｔｅ， １２５６—１３３５）、帖
木儿帝国（Ｔｉｍｕｒｉｄ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３７０—１５０６）、奥斯曼帝国（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２９９—１９２２）、德里苏丹国（Ｄｅｌｈｉ Ｓｕｌｔａｎａｔｅ， １２０６—１５２６）、莫卧儿

帝国（Ｍｕｇｈ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５２６—１８５７）、萨法维帝国（Ｓａｆａｖｉｄ Ｅｍｐｉｒｅ， １５０１—１７３６）等一系列突厥—蒙古王朝（Ｔｕｒｃｏ⁃Ｍｏｎｇｏｌ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的统治

阶层和文化精英群体，参见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Ｇ． Ｓ． Ｈｏｄｇｓ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８， ｐ． ２９３； 继马歇尔·霍奇森之后，“波斯化世界”乃
至“波斯化时代（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Ａｇｅ）”的概念逐渐被许多研究中古伊斯兰文明史的学者所接受，而近年来关于“波斯化世界”语言与文化史研

究的著作也大批涌现，择其要者如：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 Ｅａ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Ａｇｅ： １０００⁃１７６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Ｎｉ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ａ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 Ａ． Ｃ． Ｓ． Ｐｅａｃｏｃｋ ＆ Ｄ． Ｇ． Ｔｏｒ
（ｅｄｓ． ），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１５．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ｙｎｅ，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ｕｒａｎ：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ａｓｔ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Ｊ． Ｒ． Ｐｅｒｒ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ｏ Ｔａｊｉｋ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Ｈｏｗａｒｄ Ｉ． Ａｒｏｎｓｏｎ
（ｅｄ．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ｌａｖ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６， ｐｐ． ２７９⁃３０５．



面：首先，古代波斯文化中“图兰”他者形象的历史记忆为突厥人进入伊斯兰世界之后重新寻找自

身族群的“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坐标。 自此之后，“图兰”开始与“突厥”紧密联系起来，在寄托

现代突厥人对中亚祖地地域想象的同时，也为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图兰主义（Ｔｕｒａｎｉｓｍ）的萌发奠

定了历史基础①；其次，伊斯兰世界的波斯史家对“突厥”族称的泛化为中世纪晚期突厥—蒙古王朝

的精英身份认同提供了全新的合法性基础。② １１ 世纪之后，“突厥”认同超越族裔属性成为伊斯兰

世界东部王朝统治族群的高贵象征；最后，波斯人对中古突厥人族群认同的建构也产生了突厥人对

中亚波斯人族群认同的反建构现象，导致中亚和东伊朗的波斯人形成塔吉克认同。③本文即从波斯

人对中古突厥人族群形象的建构为出发点，探讨“图兰”“突厥”“塔吉克”三个原始族称概念在中

古伊斯兰世界的演化，并分析波斯人和突厥人在中古伊斯兰世界族群认同生成流变中扮演的角色

及其对现代中亚和中东民族身份构建产生的影响。

一、古波斯人与中亚族群的早期交往及他者历史记忆的构建

古波斯人与中亚游牧人的交往，同时具有地缘政治冲突性和族群认同传承性的鲜明特征，这是波

斯人建构中亚他者族群形象的历史基础和记忆强化机制。 从公元前 ９ 世纪的铁器时代开始，由于马

匹被成功驯化并用于骑乘，使得移动性极强的转化游牧生活方式兴起于欧亚草原地带并迅速传播。④

这便使得留居中亚草原的伊朗雅利安人从原始的畜牧业人群转化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骑马游牧人

群，也即古典史料中的“斯基泰人（Ｓｃｙｔｈｉａｎｓ）”或汉文史料中的塞种人（Ｓａｋａ）。⑤公元前７ 世纪，斯基泰

人在西进南俄草原驱逐当地土著辛梅里安人（Ｃｉｍｍｅｒｉａｎｓ）之后大举入侵西亚，一度征服了伊朗雅利

安人西支的米底人（Ｍｅｄｅｓ）。 而米底人通过吸收斯基泰人的骑兵技术迅速崛起，最终推翻后者的统治

建立起米底帝国。⑥公元前 ６ 世纪中叶，米底帝国的藩属波斯人在居鲁士二世（Ｃｙｒｕｓ ＩＩ， 前 ５５９—前

５２９ 年在位）的领导下又推翻了米底的统治，由此建立了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ｉｄｓ）。 阿

契美尼德王朝虽然通过征服西亚和东地中海诸国建立起辽阔的多族群普世帝国，但在中亚和南俄草

原两个战略方向上遭受到来自欧亚草原伊朗语游牧人群的军事挫败：居鲁士二世战死于锡尔河畔与

马萨格泰人（Ｍａｓｓａｇｅｔａｅ）的冲突，而大流士一世对南俄斯基泰人的征伐也由于后者采取游击战术而以

完败告终。⑦而与斯基泰、马萨格泰和粟特（Ｓｏｇｄｉａｎａ）拥有共同伊朗语词源的“塞种（Ｓａｋａ）”成为波斯

人对所有斯基泰人的族群称谓，其共同的原始伊朗语词根“Ｓｋｕｄａ（对应原始印欧语表示“射击”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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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ｓｋｅｕｄ）”则指向斯基泰人最显著的生活方式和作战形态———弓箭手。①

根据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和大流士一世（Ｄａｒｉｕｓ Ⅰ，公元前 ５２２—前 ４８６ 年在位）的铭

文，古波斯人将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和中亚的伊朗语游牧人泛称为塞种人②，并以其生活习俗和地

域划分为海对面的塞种人（Ｓａｋａ ｔｙａｉｙ ｐａｒａｄｒａｙａ）、饮豪麻汁的塞种人（Ｓａｋａ ｈａｕｍａｖａｒｇａ）及戴尖帽的

塞种人（Ｓａｋａ ｔｉｇｒａｘａｕｄａ）。③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的二百年间，塞种人觊觎南方文明世界的企

图被有效遏制，波斯帝国和塞种游牧人及其他东伊朗语定居人群在中亚甚至形成了较稳定的共生

关系，塞种人也成为波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和阿契美尼德王朝

的覆亡，中亚大草原上的游牧伊朗人再次获得了角逐西亚文明世界的机遇，而里海东岸的伊朗语游

牧部落达赫（Ｄａｈａｅ）联盟的帕尔尼（Ｐａｒｎｉ）分支在公元前 ３ 世纪中叶入侵帕提亚地区（Ｐａｒｔｈｉａ， 古波

斯语 Ｐａｒｔｈａｖａ）之后，则通过和当地土著伊朗语人群的融合建立起了继米底、波斯之后的第三个伊

朗帝国———帕提亚帝国（Ｐａｒｔｈ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④。
帕提亚帝国的建立和对伊朗高原的统治标志着一个重要的文化迁移过程，那就是以阿维斯塔

神话和口头史诗为代表的东伊朗传统在伊朗西部地区的全面输入和浸彻，这个时期也是“图兰”文
化和“伊朗”文化深度碰撞交融的时代⑤。 而公元前 ２ 世纪由匈奴引发的中亚游牧人群迁徙运动，
则掀起了中亚游牧伊朗人进一步向伊朗和印度世界侵袭的狂潮。 帕提亚帝国在公元前 １２８—前

１１５ 年间与塞种游牧部落进行了艰苦的战争，最终将塞种人击败并将其安置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的

德兰吉亚那（Ｄｒａｎｇｉａｎａ），该地后因为塞种人而得名锡斯坦（Ｓａｋａｓｔａｎ，Ｓｉｓｔａｎ）。 作为“塞人之地”的
锡斯坦，由于长期作为帕提亚世家大族的封地和“伊朗”“图兰”两大对立文化传统的交汇地，遂成

为酝酿中古伊朗史诗传统的肥田沃土⑥，甚至在早期萨珊帝国时代出现了指代锡斯坦至莫克兰

（Ｍａｋｒａｎ）之间土地的“Ｔūｒāｎ”地理称谓。 而代表伊朗贵族勇士文化并坚决对抗图兰人入侵的鲁斯

塔姆史诗（Ｅｐｉｃ ｏｆ Ｒｕｓｔａｍ）⑦，正是诞生于帕提亚时代的锡斯坦地区。 而锡斯坦循环（Ｓｉｓｔａｎ Ｃｙｃｌｅ）
式的史诗故事构成了后来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的主要素材来源⑧。 由于帕提亚帝国对伊朗高原

的长期统治和吟游诗人（ｇｏｓāｎ）对英雄史诗的口耳相传⑨，伊朗人和图兰人对抗的叙事母题逐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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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ａｄ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ｓ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Ｏ．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Ｍ． Ｓｏｍｍｅｒ （ ｅｄｓ． ）， Ｋｒｉｅｇ，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ｎ： Ｂｅｉｔｒäｇｅ 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ｎ
Ｋｒｉｅ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ｅｒｌｉ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５， ｐｐ． １６３⁃２０８．

Ｍａｒｙ Ｂｏｙｃｅ，“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Ｋａｙａｎｉａｎ Ｈｅｒｏｉｃ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Ｓｅｒｔａ Ｃａｎｔａｂｒｉｇｉｅｎｓｉａ， 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Ａｑｕａｒ Ｍａｔｔｉａｃａｅ，
１９５４， ｐｐ． ４５⁃５２．

鲁斯塔姆传奇本为塞种人史诗，后来融入波斯民族史诗之中，成为伊朗神话中的民族英雄史诗。 在菲尔多西《列王纪》中，鲁斯

塔姆既是帕提亚人（Ｐａｈｌａｖ），又是塞种人（Ｓａｇｚｉ），可以看出鲁斯塔姆家族实为帕提亚人和塞种人融合的产物。 参见 Ｓａｇｈｉ Ｇａｚｅｒａｎｉ，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ａｎｉ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Ｅ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ｅｉｄ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１， ｐ． １７．

Ｉｒａｊ Ｂａｓｈｉｒ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ｅｒｄｏｗｓｉ’ ｓ Ｓｈａｈｎａｍｅｈ， Ｉｒａ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３， ｐ． １４．
Ｍａｒｙ Ｂｏｙｃｅ，“Ｔｈｅ Ｐａｒｔｈｉａｎ Ｇｏｓａｎ ａｎｄ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Ｍｉｎｓｔｒｅ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

ｎｏ． １ ／ ２， １９５７．



法尔斯（Ｐāｒｓā）地区的波斯人所熟悉①。 因此，到了公元 ３ 世纪波斯人建立萨珊王朝时，充分利用东

伊朗的阿维斯塔口头传统和长期积累的琐罗亚斯德教生活实践来编纂成文的《阿维斯塔》经典遂

变得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萨珊波斯人从《阿维斯塔》中发现并重塑

了古老的雅利安认同，并将阿维斯塔语的雅利安人家园（Ａｒｙａｎａｍ Ｋｈｓｈａｔｈｒａ）转化为中古波斯语形

式的“Ｅｒāｎｓｈａｈｒ”②。 自此之后，“Ｉｒａｎ”或“Ｅｒāｎ”开始成为描述从阿姆河至底格里斯河之间萨珊波

斯国土的地域文化概念，从而与雅利安人家园的真正所在地———中亚分道扬镳。
在萨珊帝国前期，中亚并未形成强大游牧帝国，而早已衰落的贵霜帝国（Ｋｕｓ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也在

萨珊帝国的打击下分裂瓦解。 因此这一时期，萨珊波斯人尚未发展出一套统一描述中亚族群地域

的清晰概念③，而是将所有 Ｅｒāｎｓｈａｈｒ 之外的地域和族群统统标识为“非伊朗（Ａｎēｒāｎ）”。 在这样的

族群认知语境下，早期萨珊君主的标准衔号 “伊朗和非伊朗的万王之王 （ šāｈāｎ šāｈ ēｒāｎ ｕｄ
ａｎēｒāｎ）”便含有统治萨珊帝国国土并令周边世界诸国称臣纳贡的双重含义。④但是进入公元 ５ 世纪

后，嚈哒人（Ｈ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ｔｅｓ）兴起于中亚草原并建立了庞大的游牧帝国，遂对萨珊帝国的东北边境构

成了严重威胁。 公元 ４８４—５５８ 年间，萨珊波斯人由于战败更是被迫对嚈哒称臣纳贡达 ７０ 年之久，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亚游牧帝国对萨珊帝国构成的压力之大⑤。 成书于萨珊王朝后期的中古波斯

语史诗《扎勒朗回忆录》（Ａｙａｄｇāｒ⁃ｉ Ｚāｒｅｒāｎ）描绘了伊朗军队统帅扎勒朗与大举入寇的匈人（Ｘｙｏｎ）
之间的殊死血战⑥，无疑反映了 ５ 世纪萨珊帝国与作为“白匈人（Ｓｐｅｄ Ｘｙｏｎ）”的嚈哒人之间旷日持

久的卫国战争⑦。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熟稔阿维斯塔传统的萨珊波斯人便开始大力强化古代伊

朗和图兰之间的对抗关系，并开始在钱币上以神话传说中的凯扬王朝君主（Ｋａｙ）自居。 至公元 ６
世纪，萨珊君主卡瓦德一世（Ｋａｖａｄ Ｉ， ４８８—５３１ 年在位）和库思老一世（Ｋｈｏｓｒｏｗ Ｉ， ５３１—５７９ 年在

位）干脆连名字也取自凯扬传统中以凯·科巴德（Ｋａｙ Ｑｏｂａｄ，阿维斯塔语 Ｋａｕｕｉ Ｋａｕｕāｔａ）和凯·霍

斯鲁（Ｋａｙ Ｋｈｏｓｒｏｗ， 阿维斯塔语 Ｋａｕｕｉ Ｈａｏｓｒａｕｕａｈ）为代表的治世明君，这便使得晚期萨珊帝国官

方意识形态在“图兰”的长期威胁下呈现出浓厚的末世天启氛围。⑧

７７

中古时代波斯人对中亚他者族群形象的建构与共生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Ｏｍｉｄｓａｌａｒ，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ｒａｎ’ 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ｃ， Ｔｈｅ Ｓｈａｈｎａｍｅｈ，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１， ｐｐ． ９３⁃１１０．
Ｔｏｕｒａｊ Ｄａｒｙａｅｅ， “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Ｌａｎｄ ｏｆ Ｅｒāｎšａｈｒ”， ｉｎ Ｒｏｌｆ Ｓｔｒｏｏｔ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ｕｅｌ Ｊｏｈｎ Ｖｅｒｓｌｕｙｓ （ ｅｄｓ． ）， Ｐｅｒｓ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Ｆｒａｎｚ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１７， ｐ． ３９３．
沙普尔一世在纳克什·鲁斯塔姆铭文中描述了自己统治的各个省份，其中位于伊朗东部、中亚和西北印度的地区包括谋夫

（Ｍａｒｖ）、赫拉特（ Ｈａｒēｖ）、阿巴沙赫尔 （ Ａｂａｒšａｈｒ）、锡斯坦 （ Ｓａｇｅｓｔāｎ）、图兰 （ Ｔūｒｅｓｔāｎ），直到白沙瓦 （ Ｐａšａｋｂｕｒ） 的贵霜人的土地

（Ｋｕšāｎšａｈｒ），直到喀什（Ｋāš）、粟特（Ｓｕｇｄ）、塔什干（Ｃāｃｅｓｔāｎ）。 这一时期，中亚南部和印度西北曾是贵霜帝国领土，因此萨珊波斯人将

从巴克特里亚至犍陀罗的地区称作 Ｋｕｓｈａｎｓｈａｈｒ，意为“贵霜人的国家”。 参见 Ｒｅｓ Ｇｅｓｔａｅ ｄｉｖｉ Ｓａｐｏｒｉｓ， Ｉ． ３． ， ｉｎ Ｗ． Ｂ． Ｈｅｎｎｉｎｇ（ｅｄ． ），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Šāｐūｒ Ｉ”，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９， １９３９．

Ｔｏｕｒａｊ Ｄａｒｙａｅｅ，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 Ｉｒａｎ”， ｉｎ Ｖ． Ｓ． Ｃｕｒｔｉｓ ａｎｄ Ｓ． Ｓｔｅｗａｒｄ （ｅｄｓ． ），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ｏｆ Ｉｒ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 Ｃｏ Ｌｔｄ， ２００８， ｐｐ． ６６⁃７０．

Ｋｈｏｄａｄａｄ Ｒｅｚａｋｈａｎｉ，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ｓ： Ｅａｓｔ Ｉｒａ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７６⁃１８４．
Ａｙａｄｇａｒ⁃ｉ Ｚａｒｅｒａｎ，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ｙ Ｄ． Ｍｏｎｃｈｉ⁃Ｚａｄｅｈ， Ｕｐｐｓａｌａ， １９８１； ｉｎ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ｂｙ Ｂ． Ｇｈｅｉｂｙ，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ｅｍｕｄａ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 １９９９； 根据中古波斯语文献《巴赫曼仪式注解》（Ｚａｎｄ⁃ī Ｗａｈｍａｎ Ｙａｓｎ）的记载，萨珊波斯

人将中亚的匈人分为红匈人（Ｋａｒｍｉｒ Ｘｙｏｎ）和白匈人（Ｓｐｅｄ Ｘｙｏｎ），现代学者多认为红匈人为寄多罗人（Ｋｉｄａｒｉｔｅｓ），而白匈人为嚈哒人

（Ｈ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ｔｅｓ）。 参见 Ｋｈｏｄａｄａｄ Ｒｅｚａｋｈａｎｉ，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ｓ： Ｅａｓｔ Ｉｒａｎ ｉｎ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０７⁃１０８．

Ｂｅｈｒａｍｇｏｒｅ Ｔａｈｍｕｒａｓ Ａｎｋｌｅｓａｒｉ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ｙīｄāｔｋāｒ⁃ī Ｚａｒīｒāｎ”， ｉｎ Ｊａｍａｓｐ⁃Ａｓａ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ｍａｓｐｊｉ Ｍｉｎｏｃｈｅｈｅｒｊｉ （ｅｄｓ． ）， Ｔｈｅ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Ｋ Ｃｏｄｅｘ， Ｐａｈｌａｖｉ Ｔｅｘｔｓ， ｖｏｌ． ＩＩ， Ｂｏｍｂａｙ： Ｋ． Ｊ． Ｊａｍａｓｐ⁃Ａｓａｎａ， １９１８， ｐｐ． １４ – １６．

随着中亚落入匈人统治治下，当地的粟特人发行的钱币也开始出现带有“图兰”称号的君主，如粟特钱币铭文 ｔｗｒｎｙｎ ｘ’ γ’ ｎ
ｘｗβ，其粟特语意为“图兰人的君主”，又如 ｔｗｒ’ｋ 意为“图兰人”。 粟特语的“图兰人（ ｔｗｒ’ｋ）”和“突厥（ ｔｗｒｋ）”拼写极为相近，虽然并不

能直接勘同，但这却是后来统治中亚的突厥人认同“图兰”的语言学根源。 参见 Ｐａｖｅｌ Ｂ． Ｌｕｒｊｅ （ ｅｄ．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Ｓｏｇｄｉａｎ Ｔｅｘｔｓ，
Ｉｒａｎｎｉｓｃｈ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ｎａｍｅｎｂｕｃｈ， ｖｏｌ． ２， Ｍｉｔｔｅｌｉｒａｎｉｓｃ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ｎａｍｅｎ， ｎｏ． ８，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ｎ Ａｋａｄｅｍｉｅ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２０１０，
ｐｐ． ３９４⁃３９５．



在《阿维斯塔》所构建的口传伊朗神话王朝体系中，源自印度—伊朗语“诗人（Ｋａｖｉ）”一词的

“凯扬（Ｋａｖｉａｎ， Ｋａｙａｎｉａｎ）”成为支撑前萨珊时代伊朗历史记忆和族群神话最重要的王朝系谱①。
凯扬王朝的君主谱系虽然与西方古典史家记载和现代考古证据无法吻合对应，却因为其所代表的

口头史诗传统而在伊朗人历史观念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②而凯扬王朝君主和贵族英雄们最重

要的事迹，便是与所谓“图兰人”的长期斗争。 图兰国王阿弗拉西亚布（Ａｆｒａｓｉｙａｂ，阿维斯塔语

Ｆｒａｎｇｒａｓｙａｎ）和阿尔贾斯布（Ａｒｊａｓｐ， 阿维斯塔语 Ａｒｅｊａｔａｓｐａ）在伊朗史诗神话体系中扮演了伊朗最

主要的外部敌人角色。 而击败并惩罚这两位君主构成凯扬王朝君主凯·科巴德、凯·维什塔斯普

（Ｋａｙ Ｖｉｓｈｔａｓｐ）和凯·霍斯鲁得以拯救伊朗人于水火并成就不朽功业的主要评价依据。 在凯扬王

朝与中亚图兰诸王的斗争中，贵族勇士、世袭锡斯坦封爵的萨姆（Ｓａｍ）、扎尔（Ｚａｒ Ｄａｓｔａｎ）和鲁斯塔

姆祖孙三代更是扮演了保卫伊朗国土、抵御图兰人入侵的中流砥柱角色③。 公元 ７ 世纪阿拉伯人

征服萨珊王朝之后，面对国家政权坍塌、祭司贵族阶层遭到重创的社会现实，伊朗人进一步把口头

史诗的传承作为弘扬波斯文化并坚持波斯语主体地位的重要手段。 萨珊王朝的官方史书《众王之

书》（Ｋｈｗａｄāｙ Ｎāｍａｇ）的中古波斯语底本虽然最终消亡④，但其中关于萨珊和前萨珊时代伊朗人和

中亚游牧民族的斗争记忆，由于阿拉伯—波斯史学家将《众王之书》翻译改写成阿拉伯语和新波斯

语文史著作，而得到了长期的保存和延续⑤。
而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的雅利安人故地以及西突厥汗国的崩溃，大量波斯人移入河中地

区甚至乔迁中土⑥，从而使得以鲁斯塔姆为代表的波斯史诗文化元素进一步深入“图兰”之地。 现

代考古学者在公元 ７ 世纪撒马尔罕阿弗拉西亚布宫殿遗址的使者觐见厅发现的鲁斯塔姆征战壁

画，便是这一时期伊朗史诗文化“回流”至中亚“图兰”之地的文化交流明证⑦。 进入公元 ９ 世纪后，
随着波斯裔独立王朝———萨曼王朝（Ｓａｍａｎｉｄｓ， ８７４—９９９）在中亚的建立，新波斯语作为文学用语

得到萨曼王朝宫廷的大力支持，这为伊朗民族史诗《列王纪》在新波斯语诗人菲尔多西笔下诞生奠

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公元 １０ 世纪末，萨曼王朝在两大突厥王朝———喀喇汗王朝（Ｑａｒａｋｈａｎｉｄｓ）和伽

色尼王朝夹击下走向灭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生逢国破家亡之际的菲尔多西在创作《列王纪》
时将伊朗和图兰的斗争和波斯民族主义精神发扬到极致⑧。 ９—１１ 世纪的波斯人通过源自锡斯坦

的凯扬传统大力弘扬“伊朗—图兰”斗争的对立型族群认同范式，必然对同时代入主伊斯兰世界并

建立王朝的突厥语人群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⑨。 “图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从雅利安

时代伊朗人记忆中的文化他者，开始转型为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的自我认同，成为中亚穆斯林突

厥语人群文化认同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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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古时期突厥认同含义的质变及突厥人对图兰认同的接受

突厥语系诸民族在中亚和中东历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中古时期东西方各类文献中

都可以看到“突厥”和“突厥人”。 然而，对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理区域活动的突厥语人群及与

之有渊源关系的国家和政权而言，“突厥”的含义指涉有着巨大的差异。 实际上，隋唐中国历史上

的“突厥”和 １１ 世纪后从中亚进入伊斯兰世界后出现的“突厥”在族群含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将
塞尔柱王朝、奥斯曼帝国等伊斯兰世界具有突厥渊源的政权解读为 ７ 世纪中叶西突厥汗国被唐朝

灭亡后西迁部众所建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突厥认同在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其含义发生质变的过程。
公元 ５５２—７４４ 年，在内亚草原崛起的第一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尽管对唐朝自称

突厥，也被中原王朝指代为突厥，但其内部族群结构并不单一。 在突厥汗国内部，九姓乌古斯 ／九姓

铁勒（Ｔｏｑｕｚ Ｏｇｈｕｚ）构成了突厥汗国内部与阿史那汗族有明显区分的族群集团，真正的“突厥”认同

仅仅是突厥汗国统治族群的认同。 ７４４ 年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九姓乌古斯以回纥为首建立起新

的回鹘汗国，突厥认同遂在漠北草原消失遗忘。 与此同时，阿拉伯—波斯文献开始频繁用“突厥”
指代突骑施（Ｔüｒｇｅｓｈ）、葛逻禄（Ｋａｒｌｕｋ）等与突厥汗国统治族群并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中亚游牧人

群及政权，并将随后改宗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塞尔柱王朝等政权称为“突厥人（Ｔｕｒｋ， 复数为

Ａｔｒａｋ）”。
因此，阿拉伯帝国在东扩过程中产生的对草原突厥人的蛮族化认知，开启了“突厥”认同在伊

斯兰世界的泛化和他者化过程（ｏｔｈ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①，而对位于战争之地（Ｄāｒ ａｌ⁃Ｈａｒｂ）的突厥人发动战

争，成为伊斯兰世界诸王朝巩固自身政治合法性并获取奴隶兵源的重要手段。 公元 ８４０ 年回鹘汗

国崩溃后，以回鹘为核心的九姓乌古斯联盟瓦解，而在葛逻禄叶护国西侧的锡尔河下游北岸逐渐形

成被称为乌古斯人（Ｏｇｈｕｚ Ｔｕｒｋｓ）的松散部落联盟。 这样一来，乌古斯人和葛逻禄人便构成了伊斯

兰世界与锡尔河对岸草原游牧世界交往的主要突厥语人群。 在锡尔河边界的南侧，阿拉伯帝国和

后来的波斯萨曼王朝对北侧的突厥部落发动频繁的战争，使得大量突厥人以战俘奴隶的形式进入

伊斯兰世界的各个地区。 尤其是在萨曼王朝和哈里发宫廷的禁卫军中，奴隶出身并浸染波斯伊斯

兰文化的突厥士兵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②而在突厥人融入伊斯兰世界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亚伯

拉罕宗教族群谱系传统对突厥人起源神话的改造和重塑。 在这样的背景下，诺亚的第三子雅弗

（Ｊａｐｈｅｔｈ）顺势成为伊斯兰化突厥人所认可和接受的最初始祖，而雅弗之子“突厥（Ｔｕｒｋ）”被创造出

来成为突厥人的直接名祖。③但是这种过于宽泛的文化适应和谱系嫁接并不能为在伊斯兰世界建

立王朝的突厥人的身份认同提供一种排他性的族群标识。 而源于突厥语“部落”一词的“Ｏｇｈｕｚ”由
于其和“突厥”一样经历了在伊斯兰世界的认同贬值过程，显然亦无法作为构建中亚突厥人进入伊

斯兰世界后“反客为主”建立新朝时所需的有效意识形态资源。 因此，到了 １０—１１ 世纪喀喇汗王

朝和塞尔柱王朝崛起之时，采用一种既符合伊斯兰世界话语体系又能体现突厥人自身游牧帝国传

统的名祖神话和族群标识，便成为诸突厥系王朝用以追溯其祖先谱系并建构自身族群认同的当务

之急④。 而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人最终选择的族群祖先，便是在阿维斯塔时代与定居伊朗人进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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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次较量的中亚图兰君主———阿弗拉西亚布（Ａｆｒａｓｉｙａｂ）。
阿弗拉西亚布在古代伊朗宗教神话中长期作为觊觎和威胁伊朗国土的图兰领袖人物而存在，

其形象在《阿维斯塔》中便已多次出现。 如在《地神颂》（Ｚａｍｙａｄ Ｙａｓｈｔ）中，“邪恶的图兰人阿弗拉

西亚布（ｍａｉｒｉｉｏ ｔｕｉｒｉｉｏ Ｆｒａｎｇｒａｓｅ）”便三次脱掉衣服跳进法拉赫·卡尔特河（Ｆａｒａｈ Ｋａｒｔｅ， 即阿维斯

塔语中的 Ｖｏｕｒｕｋａｓｈａ 海）追逐象征伊朗王权的灵光（Ｆａｒｒ， 阿维斯塔语 Ｋｈｗａｒｅｎａｈ），甚至对阿娜希

塔神奉献百马、千牛、万羊的牺牲以求得灵光。①而根据《丁卡尔特》（Ｄｅｎｋａｒｄ）第七章的记载，“为了

夺得琐罗亚斯德的灵光，他（阿弗拉西亚布）走遍地上七国，到处寻觅和追踪灵光”②。 阿弗拉西亚

布在波斯人宗教世界观念中作为伊朗可怕敌人形象的出现和演变与凯扬王朝的兴衰更替密切相

关，可以说是观察神话时代古代伊朗人对中亚图兰游牧世界认知的关键“他者”人物。 为了将神话

时代伊朗和图兰的斗争具体化为经历多个世代的漫长斗争，萨珊王朝和伊斯兰时期的祆教祭司和

波斯文人在一系列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宗教和文史著作中建构了一套与凯扬王朝相对应的图兰

君王世系。③根据中古波斯语经典文献《本达希申》（Ｂｕｎｄａｈｉｓｈｎ）的记载，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是俾

什达德王朝（Ｐｉｓｈｄａｄｉａｎ， 伊朗神话中的初代王朝）国君法里东（Ｆｅｒｅｙｄｕｎ）之子、图兰初代国王图尔

（Ｔｕｒ）的六世孙。④因此，从法里东三分疆土后图兰国的初代君主图尔至阿弗拉西亚布，图兰共有七

代君王。 在图兰诸王中，除开国君主图尔因为参与谋害伊朗国君伊拉治（ Ｉｒａｊ）被后者的外孙曼努

切赫尔（Ｍａｎｕｃｈｅｈｒ）复仇杀死外，则以阿弗拉西亚布在位时期对伊朗构成的威胁最为严峻。 在菲

尔多西的《列王纪》中，与阿弗拉西亚布的艰苦斗争贯穿凯·科巴德、凯·卡乌斯（Ｋａｙ Ｋａｗｕｓ）、凯
·霍斯鲁三代凯扬君主，最终由凯·霍斯鲁将阿弗拉西亚布擒杀⑤，从而报了阿弗拉西亚布害死凯

·霍斯鲁之父夏沃什（Ｓｉｙａｗｕｓｈ， 阿维斯塔语 Ｓｉｙａｕｕａｒｓｈａｎ）的血海深仇⑥。 而据中古波斯语文献

《智慧精神》（Ｍēｎōｇ⁃ī Ｋｈｒａｄ）的记载，阿弗拉西亚布与伊朗神话中的暴君佐哈克（Ｄａｈāｋ）和被祆教

祭司指责焚毁《阿维斯塔》的亚历山大并列为恶原阿赫里曼（Ａｈｒｉｍａｎ）的三大不朽造物。⑦由此可

知，图兰君主阿弗拉西亚布是古伊朗人二元对立世界观中邪恶敌人的主要代表。
公元 ６ 世纪突厥汗国建立后，中亚的伊朗语定居人群被纳入突厥汗国治下，而萨珊波斯帝国与

突厥汗国及后来的西突厥汗国围绕中亚进行了长期的争夺。 在这一背景下，波斯人逐渐开始将中

亚的突厥人与阿维斯塔时代的“图兰人”相混同。 在中古波斯语文献中，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曾经

征服过伊朗并统治达 １２ 年之久。 尽管阿弗拉西亚布为波斯神话中的人物，但突厥汗国在萨珊帝国

衰亡过程中扮演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与其祖先图尔的事迹内核应该包括了 ６—７ 世纪初西

突厥汗国与萨珊波斯帝国冲突的历史事实。 公元 ５６８—５７２ 年，西突厥室点密可汗（Ｓｉｚｉｌｂｕｌ）与拜占

庭帝国结成了反对萨珊波斯的军事同盟。 而根据拜占庭史家塞奥法尼斯（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的记载，突
厥汗国在 ６２６—６２７ 年拜占庭—波斯战争白热化阶段加入拜占庭一方，并借兵给拜占庭皇帝希拉克

略（Ｈｅｒａｃｌｉｕｓ，６１０—６４１ 年在位）４ 万突厥士兵。⑧由于拜占庭—突厥联盟的大举反攻，极盛时期的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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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Ｚａｍｙａｄ Ｙａšｔ， ｉｎ Ｅｒｖａｄ Ｍａｎｅｃｋ （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 Ｋｈｏｒｄａ Ａｖｅｓｔａ， ５． ４１⁃４３．
Ｊ． Ｐ． ｄｅ Ｍｅｎａｓｃｅ （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 Ｄｅｎｋａｒｔ ＩＩＩ， ３． １１０，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Ｋｌｉｎｃｋｓｉｅｃｋ， １９７４．
Ｐｒｏｄｓ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ｒａｎ”， ｉｎ Ｃａｒｌｏ． Ｇ． Ｃｅｒｅｔｉ ａｎｄ Ｆａｒｒｏｋｈ Ｖａｊｉｆｄａｒ （ ｅｄｓ． ）， Ａｔａš⁃ｅ Ｄｏｒｕ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Ｊａｍｓｈｉｄ Ｓｏｒｏｕｓｈ Ｓｏｒｏｕｓｈｉａｎ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ｖ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ｖｏｌｓ， ｖｏｌ． ２，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ｏｋ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８３⁃４３４．
Ｂｕｎｄａｈｉšｎ，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Ｂ． Ｔ． Ａｎｋｌｅｓａｒｉａ， Ｚａｎｄ ｉ Ａｋａｓｉｈ， ３５． １７， Ｂｏｍｂａｙ， １９５６．
Ｚａｍｙａｄ Ｙａšｔ， ｉｎ Ｅｒｖａｄ Ｍａｎｅｃｋ （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 Ｋｈｏｒｄａ Ａｖｅｓｔａ， ９． ２１⁃２３， １９． ７７．
Ｐｒｏｄｓ Ｏ． Ｓｋｊæｒｖø，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Ｅｐ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 Ｓｉｙａｖａｓｈ ａｎｄ Ｋｕｎａｌａ”， ｉｎ Ｊａｙ Ｊａｓａｎｏｆｆ， Ｈ． Ｃｒａｉｇ Ｍｅｌｃｈｅｒｔａｎｄ Ｌｉｓｉ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ｅｄｓ． ）， Ｍｉｒ Ｃｕｒａ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Ｃａｌｖｅｒｔ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 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ｅｒ Ｂｅｉｔｒäｇｅ ｚｕｒ 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１９９８， ｐｐ． ５４５⁃６５８．
Ａ． Ｂｏｎšāｈī（ｅｄ． ）， Ｍēｎōｇ ī Ｘｒａｄ， ８． ２９⁃３０，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 Ｅｄｕｌｊｉ， Ｂｏｍｂａｙ， １９３８．
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 Ａ． Ｍ． ６１１７ （３１５． ２⁃２６） ．



珊帝国遭到沉重打击。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西突厥汗国更直接地参与了对萨珊帝国的打击：
隋大业末，西突厥叶护可汗频击破其国，波斯王库萨和为西突厥所杀，其子施利立，叶

护因分其部帅监统其国，波斯竟臣于叶护。 及叶护可汗死，其所令监统者因自擅于波斯，
不复役属于西突厥。 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库萨和之女为王，突厥又杀之。①

由此可见，阿弗拉西亚布征服伊朗的历史记忆很可能与 ７ 世纪初西突厥汗国对萨珊波斯帝国

的军事打击有密切关联，阿弗拉西亚布的形象应该综合了萨珊波斯人对历代西突厥可汗的历史记

忆。②尽管阿弗拉西亚布作为与伊朗敌对的图兰领袖形象牢固地树立于伊朗人的宗教神话体系和

历史记忆中，在 ６—８ 世纪已经君临中亚草原的突厥人自身并没有立即认同波斯人的图兰观念。 这

是因为中亚突厥语人群在深度接受波斯—伊斯兰文化之前，并无法深刻理解并运用波斯人的“图
兰观”并将之转化为自己的族群认同。 而这种“伊朗”和“图兰”之间的文化疏离和隔阂现象在萨曼

王朝统治中亚时期终于得到彻底的打破。 在公元 １０ 世纪的百年间，无论是萨曼宫廷的突厥士兵还

是后来征服萨曼王朝的喀喇汗突厥人，都不得不面对河中地区由于波斯人的统治而孕育的强势伊

朗文化传统和世界观念。 而脱胎于萨曼王朝突厥禁卫军集团的伽色尼王朝，由于和喀喇汗王朝划

阿姆河而治并长期互相攻伐的政治现实，进一步加强了对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中伊朗—图兰对立

传统的宣示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喀喇汗王朝便顺势而为接纳了波斯人的“图兰”观念并将图兰名

王阿弗拉西亚布作为自己的名祖④，从而在波斯化世界的话语体系内，为喀喇汗突厥人对阿姆河以

北中亚草原的统治找到了顺理成章的合法化依据。⑤

根据马苏第《黄金草原》的记载，喀喇汗王朝所源出的葛逻禄部（Ｑａｒｌｕｑ）突厥人在 １０ 世纪中叶

已经将阿弗拉西亚布作为自己的民族祖先：
在突厥人中，有基马克人，巴尔斯罕人，贝德尔人，马吉盖尔人和乌古斯人。 他们是所

有民族中的最为勇敢者，而葛逻禄人则以其美貌、高大身材和行为的善美而著称。 后者分

散在费尔甘纳、塔什干及其附近地区的领土上。 正是这些人掌握了政权，也正是在他们之

间选择大可汗，大可汗把所有的突厥汗国都集中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指挥他们所有的国

王。 其可汗之一是突厥人阿弗拉西亚布，他是波斯的征服者。⑥

《黄金草原》的记载再次证明，阿拉伯史料关于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的事迹中已经浸染上了

西突厥汗国统叶护可汗征伐萨珊帝国的历史事实。 但必须指出的是，喀喇汗王朝的“图兰”认同仅

仅是强化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身份归属的意识形态资源之一，认同“阿弗拉西亚布”并不意味着

排斥突厥人的草原史诗传统以及中亚突厥人对远东华夏世界文化的认同。 在波斯语世界将喀喇汗

王朝指认为“阿弗拉西亚布王朝（āｌ⁃ｉ Ａｆｒāｓｉｙāｂ）”的同时，阿拉伯文献仍然将喀喇汗王朝称为“可汗

王朝（ａｌ⁃Ｋｈａｑａｎｉｙａ）”或“诸突厥汗的王国（ａｌ⁃Ｍｕｌｕｋ ａｌ⁃Ｋｈāｎｉｙｙａ ａｌ⁃Ａｔｒāｋ）”⑦。 而喀喇汗突厥人为

了将草原史诗传统和波斯世界观念相嫁接，便把《乌古斯传》（Ｏｇｈｕｚｎāｍａ）中的突厥祖先阿尔普·

１８

中古时代波斯人对中亚他者族群形象的建构与共生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４５６９ 页。
国内著名突厥学专家岑仲勉曾考订过 Ａｆｒａｓｉａｂ 名号的西突厥渊源，岑氏认为 Ａｆｒａｓｉａｂ 由 Ａｆｒａ 和 Ｓｉｊａｂ 两部分组成，ａｆｒａ 即粟特语

的 ａｈｕｒａ， 被粟特人用来指代突厥可汗，而 Ｓｊｉａｂ 即室点密的可汗号“四叶护”。 参见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１８ 页。

Ｇ． Ｅ． Ｔｅｔｌｅｙ， Ｔｈｅ Ｇｈａｚｎ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ｌｊｕｋ Ｔｕｒｋ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ｐ． １６．
根据塞尔柱王朝著名波斯裔宰相尼扎姆·穆尔克（Ｎｉｚａｍ ａｌ⁃Ｍｕｌｋ）的记载，塞尔柱王室也将自己的族谱追溯到古代图兰君主阿

弗拉西亚布，参见 Ｎｅｚāｍ⁃ａｌ⁃ｍｏｌｋ， Ｓīａｒ ａｌ⁃ｍｏｌūｋ， ｅｄ． ， Ｈ． Ｄａｒｋｅ， Ｔｅｈｒａｎ， １９６８， ｐ． １３．
华涛：《喀喇汗王朝祖先传说的历史解读》，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５９ 页。
Ｏｓｍａｎ Ａｚｉｚ Ｂａｓａ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Ｓｅｌｊｕｑ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 ｐ． １７７．



额尔·统阿（Ａｌｐ Ｅｒ Ｔｕｎｇａ）与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相混同。①不仅如此，由于中古时期波斯人常

将中亚以东的广大中原和草原地区冠以“秦（Ｃｈｉｎ）”和“马秦（Ｍａｃｈｉｎ， 源自梵语 Ｍａｈａ Ｃｈｉｎａ，即
“大秦”）”之称，喀喇汗突厥人便将突厥汗国时代用以指称隋唐中原王朝的“桃花石汗（Ｔａｂｇａｃｈｉ
Ｋａｇｈāｎ， Ｔｅｍａｈａｊ Ｋｈāｎ）”借用为汗国君主的常用称衔，以与喀喇汗“东方与秦地之主（Ｍａｌｉｋ ａｌ⁃
Ｍａｓｈｒｉｑ ｗａ⁃ｌ’ Ｓｉｎ）”的自称名实俱符。②而喀喇汗王朝在被波斯传统世界观念逐渐认同为“图兰后

裔”的同时，也反过来重塑了中古波斯人对前代中亚草原游牧敌人的历史记忆。 如在菲尔多西的

《列王纪》中，萨珊君主巴赫兰五世（Ｂａｈｒａｍ Ｇｕｒ）所击败的嚈哒人便经常被描述为“中国可汗

（Ｋｈａｇāｎ⁃ｅ Ｃｈｉｎ）”③，这无疑鲜明地体现了伊斯兰时代波斯人由于同时代的政治现实，而在其“图
兰”历史记忆中浸染上的浓墨重彩的“突厥”成分④。 另一方面，这也可证明喀喇汗王朝在认同“图
兰”的同时，也一直保有来自中原—草原交往记忆中对“桃花石（Ｔａｂｇａｃｈｉ）”和“中国（Ｃｈｉｎ）”的认

同。 因此，至 １１ 世纪“波斯化世界”开始形成之时，“图兰认同”已经超越了雅利安时代的伊朗语族

群边界，成为中亚草原突厥语系游牧人群在面对波斯文化和历史记忆时的经典认同形式，并且在地

域上与“阿姆河的另一边（Ｍāｗａｒā’ ａｌ⁃Ｎａｈｒ）”的中亚地区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⑤

三、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的相互构建及其共生关系

喀喇汗王朝对波斯神话中图兰名王阿弗拉西亚布的认同是中古时期突厥人从波斯文化中汲取

“他者”记忆并用以重塑自身身份认同的典型案例。 而波斯人与中亚突厥人的冲突交往还产生了

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迁移现象，即“突厥—塔吉克（Ｔｕｒｋ － Ｔａｊｉｋ）”对立型认同在波斯化世界内部的形

成。 虽然喀喇汗王朝和伽色尼王朝分别开启了中亚草原突厥化和突厥人在阿姆河以南的“伊朗世

界”建立国家的历史进程，但真正以草原游牧部落成建制迁徙形式进入伊朗定居世界并建立帝国

却是从塞尔柱突厥人开始的。 由于 １１ 世纪后大批乌古斯游牧部落的涌入，从塞尔柱王朝开始，中
东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区的社会文化结构开始具备明显的“突厥—波斯”二元性特征。 由于突厥人

征服王朝迭代兴起并统治伊朗世界的严峻现实，萨珊王朝以来在伊朗史诗传统中被频繁强调的

“图兰”与“伊朗”之分，逐渐失去了明确的地理边界和文化意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代表定居

社会与游牧社会敌对关系的“伊朗—图兰”地域对立型范式，延伸出了更具包容性和迁移性的“突
厥—塔吉克”文化认同范式，而后者所蕴含的对立性共生关系已经完全渗透并超出了传统意义上

“伊朗”和“图兰”的边界。 “Ｔａｊｉｋ”所源出的中古波斯语“Ｔａｚｉ”一词本来是萨珊王朝伊朗人用以指

代前伊斯兰时期游牧阿拉伯人的专属称谓⑥，也是唐代史籍将阿拉伯帝国冠以 “大食 （ Ｔａｙｉ，
Ｔａｙｙａｙｅ）” 称号的语源⑦。 在中古波斯语地理文献 《伊朗沙赫尔诸城志》 （ Ｓｈａｈｒｉｓｔāｎｉｈａｈ⁃ｉ
Ｅｒāｎｓｈａｈｒ）中，萨珊帝国在幼发拉底河西侧修建的防御阿拉伯人入侵的壕沟被便称作“塔吉克长城

（Ｗａｒ ī Ｔāｚīｇāｎ）”：
希拉城（Ｈｉｒａ）由阿达希尔之子沙普尔建立，沙普尔任命米赫尔扎德（Ｍｉｈｒｚａｄ）为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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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 Ｂｒｏｃｋｅｌｍａｎｎ， “Ａｌｔ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ｉ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ｐｏｅｓｉｅ Ｉ”， Ａｓｉａ Ｍａｊｏｒ，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９３２， ｐｐ． １⁃３．
Ｍｉｃｈａｌ Ｂｉｒａｎ， “Ｑａｒａｋｈａｎｉ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Ｑａｒａ Ｋｈｉｔａｉ Ｅｄｇｅ”，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ｎｏ． ９， ２００１．
Ａｂｏｌｑａｓｅｍ Ｆｅｒｄｏｗｓｉ ａｎｄ Ｄｉｃｋ Ｄａｖｉｓ （ ｔｒａｎｓ． ）， Ｓｈａｈｎａｍｅ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Ｂｏｏｋ ｏｆ Ｋｉｎｇｓ，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Ａｚａｒ Ｎａｆｉｓｉ，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２００７， ｐ． ８９７．
Ｍ． Ｏｌｇａ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ｏｆ Ｆｅｒｄｏｗｓｉ’ｓ Ｓｈａｎａｍｅ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１８，

ｎｏ． １， １９９８．
Ｒ． Ｎ． Ｆｒｙｅ，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Ｍａｒｋｕｓ Ｗｉｅ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６， ｐ． ４．
Ｙａｈｙā Ｍａｈｙāｒ⁃ｅ Ｎａｗｗāｂｉ， “Ｔāｊｉｋ ｖａ Ｔāｚｉｋ”， ｉｎ Ｍ． Ｂāｇｅｒｚāｄａ（ｅｄ． ）， Ａｒｊ⁃ｎāｍａ⁃ｙｅ Ｉｒａｊ， ｖｏｌ． １， Ｔｅｈｒａｎ， １９９８， ｐｐ． ３０７⁃３１０．
Ｊ． Ｂ． Ｓｅｇａｌ， “Ａｒａｂ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ａｂｉｃ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ｖｏｌ． ４， １９８４．



城的总督，同时兼管阿拉伯长城的防御（ Šａｈｒｅｓｔāｎ ī ｈēｒｔ šāｂｕｈｒ ī ａｒｄａｘšīｒāｎ ｋａｒｄ， ｕ⁃š
ｍｉｈｒｚāｄ ī ｈēｒｔ ｍａｒｚｂāｎ ｐａｄ ｗａｒ ī ｔāｚīｇāｎ ｂｅ ｇｕｍāｒｄ）。①

但随着萨珊王朝的灭亡和阿拉伯帝国的东扩，“Ｔａｊｉｋ”逐渐被内亚草原世界接纳并迁移为界定

伊斯兰世界定居人群的文化标识，最后固化为中古伊斯兰世界内部源出游牧人群的“突厥人”指代

定居人群尤其是“波斯人”的常用术语。②由于塞尔柱王朝以降历代突厥—蒙古征服王朝均需要强

调自己源出内亚草原的游牧传统，同时又在帝国管理和历史书写上高度依赖伊朗定居世界波斯技

术官僚群体的辅佐③，“突厥—塔吉克”范式便顺势成为描述这些征服王朝内部游牧与定居族群在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既对立冲突又合作共生之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④。 “突厥—塔吉克”对
立型族群认同范式成熟于 １３ 世纪蒙古西征之后，其含义则可包括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所有游牧人群

和定居人群。 如伊利汗国的波斯史家拉施特丁在《史集》（Ｊａｍｉ ａｌ⁃Ｔａｗａｒｉｋｈ）中描述成吉思汗得知

蒙古商队被花剌子模苏丹杀害之后，登上山头向长生天祈祷战胜时，便将蒙古人信奉的长生天称作

“塔吉克人和突厥人的创造者”：
伟大的长生天，塔吉克人和突厥人的创造者（āｆａｒīｎａｎｄａ⁃ｉ Ｔāｚｈīｋ ｗａ Ｔｕｒｋ），我不是挑

起这次战争的始作俑者！ 请护佑我，赐我以复仇的力量！⑤

实际上，“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范式由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突厥人”和“波斯人”的长期混血

和融合，早已不具备任何族裔和血缘意义，而更像是一对描述作为征服者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的定

居人群所持蔑视观念的文化象征术语。⑥也即，“Ｔｕｒｋ”和“Ｔａｊｉｋ”在伊斯兰世界东部地区互为对方的

反义文化认同，是彼此的文化“他者”。 在这一点上，“突厥—塔吉克”范式与古典时代的“伊朗—图

兰”范式在认同结构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且彼此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 两种范式都在各

自生成演化的过程中逐渐跨越原有的族群边界，成为一组相互对立共生的文化认同范式。 可以说，
正是中古伊斯兰时代“图兰”对“伊朗”的征服和统治产生了“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范式。 而

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则是，“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不具备“伊朗—图兰”范式所蕴含的地域意

义，而是普遍存在于从中亚到小亚细亚的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因而是一种同时跨越族群与地域边

界的对立型文化认同。⑦而 １３ 世纪蒙古帝国兴起后，包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在内的漠北蒙古草原

各部也一道进入阿拉伯—波斯史家的视线，成为“突厥人”中最显赫和强盛的一支（ｍｉｎｓｈｕ’ūｂ ａｌ⁃
Ｔｕｒｋ）。 １５ 世纪帖木儿帝国君主兀鲁伯（Ｕｌｕｇｈ Ｂｅｇ， １４４７—１４４９ 年在位）在所著的《突厥世系》
（Šａｊａｒａｔ ａｌ⁃ａｔｒāｋ）中详细介绍了后蒙古时代“突厥人”的含义及其与周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世系关

系。 在《突厥世系》中，突厥人的祖先突厥（Ｔｕｒｋ）被认为与波斯人初祖凯尤马尔斯（Ｋａｙｕｍａｒｓ）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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Šａｈｒｅｓｔāｎīｈａ⁃ī Ｅｒāｎšａｈｒ，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ｅｘｔ 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ｐ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ｏｕｒａｊ Ｄａｒｙａｅｅ， Ｃｏｓｔａ Ｍｅｓａ：
Ｍａｚｄ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２，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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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ｖａｉｎ： Ｐｅｅ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３， ｐｐ． １６３⁃１７３．

Ｍｉｍｉ Ｈａｎａｏｋ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 ３．

Ａ． Ｋ． Ｓ． Ｌａｍｂｔｏｎ， “Ｍｏｎｇｏｌ Ｆｉｓ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ａ， ｎｏ． ６４， １９８６．
〔波斯〕拉施特丁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８３ 页。
Ｊ． Ｒ． Ｐｅｒｒ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ｏ Ｔａｊｉｋ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Ｈｏｗａｒｄ Ｉ． Ａｒｏｎｓｏｎ

（ｅｄ．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ｌａｖ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ｖｏｌ． ８，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６， ｐｐ． ２７９⁃３０５．

Ｖ． Ｖ． Ｂａｒｔｏｌｄ， “Ｔａｄžｉｋｉ． Ｉｓｔｏｒｉｃｈｅｓｋｉｉ Ｏｃｈｅｒｋ” （Ｔｈｅ Ｔａｊｉｋ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 ， Ｓｏｃｉｎｅｎｉｅ， ｖｏｌ． ２， ｎｏ． １， Ｍｏｓｃｏｗ， １９６３．



同时代①，而兀鲁伯在编篡蒙古人与突厥人的合一世系之后，称察合台人的王公们从继承图兰的王

位至今，已经经历 ２８ 位君主。②由此可见，随着蒙古帝国及其后继政权在伊斯兰世界的迭兴，传统

伊斯兰语境下指代内亚所有游牧人群的“突厥”族群认同和“图兰”地域认同至此发展出其最完备

成熟的形态。③而伊斯兰世界内部突厥—蒙古征服王朝所强调的“突厥”认同，也完全失去了其在阿

史那突厥汗国时代所具有的族群认同意义，成为与定居人群的“塔吉克”认同含义相反，且可指代

所有内亚游牧人群的次生型文化认同。④

不仅如此，伊斯兰世界的波斯人也接受了“突厥—塔吉克”的对立型认同范式并将自己认同为

“塔吉克”。 如伽色尼王朝的波斯裔史家贝哈基 （ Ｂａｙｈａｑｉ） 便在其著作 《贝哈基史》 （ Ｔａｒｉｋｈ⁃ｉ
Ｂａｙｈａｑｉ）中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帝国波斯臣民称作“我们这些塔吉克人（ｍā ｔāｚｉｋāｎ）”⑤。 无独有偶，
伊儿汗国的波斯史家拉施特丁在《史集》中也将蒙古王朝治下的内廷波斯裔秘书官员群体和乡村

的波斯农人分别称作“塔吉克必者赤（ ｂｉｔｉｋｃｉāｎ⁃ｅ ｔāｚｉｋ）” 和“塔吉克农民（ ｒａ’ ｉｙａｔ⁃ｅ ｔāｚｉｋ）”⑥。
“Ｔｕｒｋ”和“Ｔａｊｉｋ”之间的区分和对立模式一直延续到帖木儿王朝和萨法维王朝（Ｓａｆａｖｉｄｓ，１５０１—
１７３６）时期⑦，甚至进入现代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之中。 如《萨法维伊朗：波斯帝国的重生》（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一书的作者安德鲁·纽曼（Ａｎｄｒｅｗ Ｎｅｗｍａｎ）便在波斯化世界文化

认同语境下频繁地使用“Ｔｕｒｋ”和“Ｔａｊｉｋ”两个术语来描述萨法维王朝典型的“突厥—波斯”二元社

会特征。⑧而 １５ 世纪初代表西班牙卡斯蒂尔王国出使帖木儿帝国的克拉维约（Ｃｌａｖｉｊｏ）在其游记中

便记载帝国境内安迪库伊（Ａｎｄｉｋｕｙ）的波斯语居民被当地人称作“塔吉克人（ ｔａｎｇｉｑｕｉｓ）”。⑨由于

“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范式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东部，它并未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内扩散至中东

伊斯兰世界全境，甚至没有完全覆盖和取代诞生于“波斯故地”法尔斯（Ｆａｒｓ）的“波斯”认同。�I0实际

上，“Ｔａｊｉｋ”虽然作为中古伊斯兰世界内部游牧人群指称定居人群的称谓被广泛使用，但其所覆盖

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集中在伊朗高原东部至中亚的波斯语方言人群分布地区。 根据 １７ 世纪

旅居波斯首都伊斯法罕的意大利人佩德罗·德拉·瓦拉（Ｐｉｅｔｒｏ ｄｅｌｌａ Ｖａｌｌｅ）的记载，萨法维王朝的

波斯人常使用 “ Ｐāｒｓｉ” 和 “ Ａｊａｍｉ” 来指代自身，而作为 “突厥 （ Ｔｕｒｋ）” 的基奇尔巴什土库曼人

（Ｑｉｚｌｉｂａｓｈ， 萨法维王朝的统治族群）则将波斯定居人群蔑称为“塔特（Ｔａｔ）”和“拉亚（ｒａ’ｉａｔ）”�I1。
因此，将萨法维王朝的波斯人笼统称作“Ｔａｊｉｋ”的用法，似乎仅仅是塞尔柱王朝以来区分突

厥—蒙古游牧军事贵族———所谓的“佩剑者（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ｏｒｄ）”和来自定居世界的波斯文官集

团———所谓的“执笔者（ａｈｌ ａｌ⁃ｑａｌａｍ， 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ｎ）”的传统修辞学手法的延续。�I2但在波斯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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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I2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Ｔａｒāｇｈāｙ ｉｂｎ Šāｈｒｕｈ Ｕｌｕｇｈ Ｂｅｇ， Šａｊａｒａｔ ａｌ⁃ａｔｒāｋ：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ａｔａｒ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ｂｙ
Ｃｏｌ． Ｍｉｌ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Ｍ． Ｈ． Ａｌｌｅｎ ＆ Ｃｏ， １８３８， ｐ． ２８．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Ｔａｒāｇｈāｙ ｉｂｎ Šāｈｒｕｈ Ｕｌｕｇｈ Ｂｅｇ， Šａｊａｒａｔ ａｌ⁃ａｔｒāｋ：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ａｔａｒ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ｂｒｉｄｇｅｄ ｂｙ
Ｃｏｌ． Ｍｉｌ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Ｍ． Ｈ． Ａｌｌｅｎ ＆ Ｃｏ， １８３８， ｐ． ３４３．

Ｙｕｒｉ Ｂｒｅｇｅｌ， “Ｔｕｒｋｏ⁃Ｍｏｎｇｏ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ｉｎ Ｒ． Ｌ．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 （ｅｄ． ）， Ｔｕｒｋｏ⁃Ｐｅｒｓｉ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５３⁃７７．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１８， １９６８， ｐｐ． ４９⁃６８．
Ｂｅｙｈａｑｉ， Ｔａｒｉｋｈ⁃ｅ Ｂｅｙｈａｑｉ，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ｉ⁃Ａｋｂａｒ Ｆａｙｙａｚ， Ｍａｓｈｈａｄ， １９７１， ｐ． ５９４．
Ｒａｓｈｉｄ ａｌ⁃Ｄｉｎ， Ｊａｍｉ’ ａｌ⁃ｔａｗａｒｉｋｈ， （ｅｄ． ） ｂｙ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Ｒａｗｓｈａｎ， Ｔｅｈｒａｎ： Ｎａｓｈｉｒ⁃ｉ Ａｌｂｏｕｒｚ， １９９４， ｐｐ． ２８２⁃２９６．
如 １５ 世纪帖木儿王朝时期的察合台突厥语诗人纳瓦伊（Ａｌｉ Ｓｈｉｒ Ｎａｖａ’ ｉ），便在自己的诗作中用“Ｔａｊｉｋ”指代波斯人。 参见 Ａｌｉ

Ｓｈｉｒ Ｎａｖａ’ｉ， Ｍｕｈａｋａｍａｔ ａｌ⁃Ｌｕｇｈａｔａ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ｖｅｒｅａｕｘ，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６６， ｐ． 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Ｎｅｗｍａｎ，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Ｉｒａｎ：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２００９， ｐｐ． １３⁃１６．
Ｒｕｙ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ｄｅ Ｃｌａｖｉｊｏ， Ｆ． Ｌ． Ｅｓｔｒａｄａ （ｅｄ． ）， Ｅｍｂａｊａｄａ ａ Ｔａｍｏｒｌáｎ， Ｍａｄｒｉｄ， １９４３， １９９９， ｐ． １３９．
Ｏｓｋａｒ Ｍａｎｎ， Ｄｉｅ Ｔāｊīｋ⁃Ｍｕｎｄａｒｔｅｎ ｄ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ｚ Ｆａｒｓ， Ｋüｒｄｉｓｃｈ⁃ｐｅｒｓ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 ｖｏｌ． １，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９０９， ｐ． ６１．
Ｐｉｅｔｒｏ Ｄｅｌｌａ Ｖａｌｌｅ， Ｌａ Ｔｕｒｃｈｉａ， Ｌａ Ｐｅｒｓｉａ， Ｌ’ Ｉｎｄ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１８４３， ｐ． １５６．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Ｄａｂｉｒｓｉāｑｉ， “Ｔāｔ ｏ Ｔāｊｉｋ ｏ Ｔāｚｉｋ”， Ｎāｍｖāｒａ⁃ｙｅ Ｄｏｋｔｏｒ Ｍａｈｍｕｄ Ａｆšāｒ， ｖｏｌ． ６， Ｔｅｈｒａｎ， １９９１．



界内部各种族群和文化认同标识中，唯有“Ｔｕｒｋ”和“Ｔａｊｉｋ”是一对源于族群边界但又成功超越族群

边界，并发展为兼具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游牧人群与定居人群区隔含义的对立型文化认同术

语，深刻地体现了中古时代伊斯兰世界内部游牧—定居复合镶嵌社会的政治、经济、阶级和文化对

立特征。 “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范式不仅存在于阿姆河以南的伊朗世界，更保存于中亚的蒙

古帝国诸继承国家之中。 因此直到 １９ 世纪下半叶俄国征服中亚诸汗国时，当地城市中的波斯语人

群仍然保留了自身对“塔吉克”的认同，以区别于操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①随着 ２０ 世纪初苏联在

中亚推行民族识别政策，中亚波斯语人群的“塔吉克”认同便彻底转化为基于语言和地域的民族国

家认同，从而永远地失去了其在中古时代所具有的文化认同含义。②

“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的形成，是中古伊斯兰时代波斯人与突厥语人群深度交往并相互

进行文化迁移的结果。 “突厥—塔吉克”认同不仅超越地理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蒙古人与

突厥人、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族群界限，成为一组具有鲜明共生性和对立性的反义文化认同。
后蒙古时代的突厥—伊斯兰王朝充分利用“突厥—塔吉克”对立型认同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
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突厥—蒙古统治集团对波斯历史记忆与族群—地域观念的接受与认同。

结 语

因此，波斯人与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在中古和近代早期冲突交往的历史遗产，主要在于对

“图兰”认同和“突厥”认同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历史重构。 在中世纪晚期波斯化世界内部，“突厥

人”作为王朝军事贵族与定居的波斯臣民之间尽管拥有共同的信仰，但两大族群之间由于历史传

统和经济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存在着复杂的冲突与合作关系。 中古波斯历史文献中的突厥族群形象

具有泛指和他者化的突出特点，而蒙古西征进一步拓宽了“突厥人”的族群内涵和外延。 因此，在
１９ 世纪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亚洲之前，伊斯兰世界东部波斯文化语境下的“突厥”并不具有指代民族

身份的功能，而是被突厥—蒙古征服王朝的波斯史官们指代为王朝的统治族群。 由于中世纪波斯

人和突厥人之间的交往冲突和融合同化，波斯记忆中的“图兰”、突厥汗国时代的“突厥”和萨珊王

朝指代阿拉伯人的“塔吉克”三个族称均失去其原有的含义，并获得了新的族群认同内涵。 图兰成

为波斯人对突厥语系民族所居中亚土地的固定称谓。 而“Ｔｕｒｋ － Ｔａｊｉｋ”认同范式则成为波斯化世

界内部突厥军事贵族与定居波斯臣民之间合作共生关系的写照。 由于中古时期“突厥”认同原始

含义的丧失和新意义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现代学界对历史语境下“突厥”族群含义认知

的不清晰。 直到 １９ 世纪末鄂尔浑古突厥语铭文（Ｏｒｋｈｏｎ Ｏｌｄ Ｔｕｒｋｉｃ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的发现和破译③，
中亚穆斯林突厥语人群才重新唤醒对早期突厥汗国的历史记忆，“突厥”认同的内涵和外延才由此

发生剧烈的时代变迁。
由于中古时期波斯人与突厥语人群交往与融合历史的复杂性，伊斯兰世界东部的诸王朝帝国

内部都有数量众多的“突厥人（Ｔｕｒｋｓ）”和“塔吉克人（Ｔａｊｉｋｓ）”，两大族群逐渐在各个不同政权内部

走上不同的整合道路。 １６ 世纪萨法维王朝和昔班尼王朝（Ｓｈａｙｂａｎｉｄｓ，１５００—１５９８）建立之后，尽管

波斯方面仍然以“图兰”指代中亚地域上建立的诸汗国，但萨法维和昔班尼两大王朝由于什叶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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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Ｍｅｌｖｉｎ⁃Ｋｏｕｓｈｋｉ，“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ａｇｉｃ： Ｏｃｃｕｌｔ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ｕｌｅ”， Ｓｔｕｄｉａ Ｉｓｌａｍｉｃａ， ｖｏｌ． １１１， ｎｏ． ２， ２０１６．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Ｅ． Ｂａ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ｕｌ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ｎ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ｔｈａｃａ， １９８０， ｐ． ９５．
Ｅ． Ｄｅｎｉｓｏｎ 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Ｖｉｌｈｅｌｍ Ｔｈｏｍｓｅｎ， “Ｔｈｅ Ｏｒｋｈｏ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Ｂｅｉｎｇ ａ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Ｖｉｌｈｅｌｍ Ｔｈｏｍｓｅｎ’ ｓ Ｆｉｎａｌ Ｄａｎｉｓｈ

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３０， ｖｏｌ． ５， ｎｏ． ４， １９３０； 罗新：《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
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载《全球史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总第 １１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７７—９０ 页。



逊尼派宗教信仰的对立，导致中亚和伊朗的突厥—波斯社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①在伊朗，突厥

人主导王朝国家构建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恺加王朝时期，但什叶派认同弥合了突厥人和波斯人之间

的族群分野，有效强化了伊朗突厥人的国家认同。 在中亚，昔班尼王朝之后的诸汗国内部继续保持

着突厥人和塔吉克人的族群分野，直到沙皇俄国征服中亚并于苏联初期开展民族识别政策。②出于

沙俄帝国主义对中亚族群分而治之的需要，中亚定居波斯人的塔吉克认同被苏联官方充分利用起

来作为瓦解中亚诸汗国王朝国家认同的工具，由此建构出了现代意义上与中亚四个突厥语民族截

然区分的塔吉克民族。③而在 ２０ 世纪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也经历了世俗主义的波斯沙文民族

主义思潮的泛滥，从而诱发了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族群民族主义意识和自治建国行为。④但总体来

看，由于伊朗历史上突厥语人群与波斯人经过长期的融合与通婚，以及 １６ 世纪以降伊朗突厥人皈

依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伊朗王朝国家构建的突出贡献，伊朗的突厥语人群并没有形成与主体民族波

斯人截然相对的成熟完备的族群—国家意识，而是始终保持了对伊朗统一国家的较高认同。 因此，
作为中古时代波斯记忆中他者族群的突厥语人群，由于其深度参与前现代伊朗王朝国家的构建，并
与波斯人共享冲突交融的历史记忆，本身也对现代伊朗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底定做出了不可低估的

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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